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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为包容性如何影响城市创新以及人才区位选择动因提供证据和解释。根据新经济地理学构建一个包括两区域、五部门、三要素的区域创新增长模型，分析城市包容性通过影响人才迁移进而影响城市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利用“百度迁徙”大数据对我国277个地级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包容性不仅会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还会通过促进人才流动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间接影响；同时，对具有不同外商投资水平、工资水平及高铁通达性的区域来说，包容性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此外，文化多样性在人才促进城市创新的过程中起到催化剂作用，但对其他群体来说却表现为抑制作用。最后提出重视提升城市软实力作用、因城施策，以提升地方生活品质为重点提升城市包容性和吸引力，以及注重增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强化包容性对创新的带动作用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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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erance, Talent Migration and Urba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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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urban inclusion on urban innovation, and provide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 for how inclusiveness affects urban innovation and the motivation of talent location choice, based o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gional innovation growth model that includes two regions, five sectors, and three factors,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urban inclusion influencing urban innovation through talent migration, and empirically tests 27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by using Baidu Migration big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inclusion not only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but also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through promoting talent flow;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regio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wage level, and high-speed rail accessibility, the impact of inclusiveness on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pres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ddition, cultural diversity plays a catalys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promoting urban innovation but inhibits other group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soft power of cities, implementing policies tailored to cities, improving the inclusiveness and attractiveness of cities with the focu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ocal lif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clusiveness 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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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创新已然成为国家、城市和地区实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动力。城市作为国家创新的主要空间单元，在创新能力、联系及网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要素驱动阶段和投资驱动阶段，正处于向创新驱动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如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国家整体创新水平，成为了当今时代的重要议题。
关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其中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国际移民、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均被证实与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实际上，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人才的区位选择决定了地区的创新水平和繁荣程度。目前，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人口跨区流动成本已至历史最低，尤其对工作生活地点选择自由度更高的高技能劳动力来说，其流向会对区域创新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传统的人才区位选择理论正面临挑战，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经济性因素已不是影响人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文化氛围、开放及宽容的城市环境、地方舒适性、城市娱乐设施及消费等不可跨区贸易的地方品质因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日益显著。包容性作为地方品质中的关键要素，会对人才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包容性本身作为一种接纳少数群体和允许异质性存在的态度，会使城市内的交流氛围更加轻松[2]。在这种氛围里，人们思想开放，被鼓励去创新[3]；允许犯错和失败，自我表达意识会得到释放 [4]。从而，包容性氛围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增加，带来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具有宽容氛围的城市，会减少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排斥心理[5]，降低外来人才进入的壁垒 [6]；外来人才进入的门槛越低，可能吸引到的人才就越多[7]，其中包括具有创新能力的阶层 [8]。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研究城市包容性如何通过影响人才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城市创新水平。
2  文献综述
[bookmark: _Hlk57315179]以往关于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y）的研究往往是针对一些特定的边缘化群体，如老人、儿童、女性、贫民窟居民、移民、失业者及残疾人等，如Gerometta等[9]主要围绕该类群体在城市中的就业机会、平等对话权利、生活便利性以及社会参与度等角度来讨论。相比，受目前我国大量人口流动背景的影响，国内城市包容性研究针对的对象主要指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如周颖刚等[10]的研究主要围绕该类群体在城市中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与可及性。与以上概念类似，其实早在2002年Florida[11]就强调了影响区域发展的“3T”要素，分别为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宽容（tolerance），其中就阐明了城市宽容、开放性的重要作用，该理论指出城市包容性是对各国移民、各种族和各行各业群体的开放性、宽容性，代表了较低的进入城市的门槛。从此，城市宽容对城市发展影响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如Reese等[12]提出包容性代表的是对少数群体个人意见的总和，是一种共同价值观行为，是对不同或外来信仰、行为和习俗的接受程度。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包容性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对创新产生影响：
首先，城市包容性作为影响城市创新的一种人文环境，代表了一种接纳少数群体和允许异质性存在的态度，在这种宽容的氛围里，人们之间的沟通会更加顺畅，会更加勇于表达自己，进而促进各行各业人员之间的交流，增加知识溢出效率带动城市创新。张宇钟[13]通过城市发展与包容性关系的研究得出，在城市包容性的支撑与保障下，人们才能够互相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和文化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城市的综合实力，推动着城市政治、经济、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Florida等[14]以户口指数即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口比例，研究了我国城市包容性对地区创新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开放包容的城市环境与城市创新有显著的正相关性；Hu等[15]以外来人口获得当地社会福利的程度来测度城市包容性，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bookmark: _Hlk57315320][bookmark: _Hlk53729328]其次，具有宽容的社会氛围的城市降低了外来人才进入的壁垒，进入的门槛越低，可能吸引到的优质人力资本及创意阶层就越多，进而促进城市发展[16]。Florida等[6]认为人力资本和创意阶层会去劳动力市场密集、开放和宽容的城市，因为这样的城市会满足这类人群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并通过对加拿大经济发展因素的研究，发现区域内的开放性和宽容度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进入，进而影响区域内的收入及创新水平；Haisch等[17]通过对瑞士的研究证实，人力资本及创意阶层既受到低税收等传统因素的吸引，同时也受到城市包容性的吸引，并发现其国内城市的宽容度越高，生活在那里的波希米亚人越多，城市中创造性劳动力的比例就越高；苏宁[8]基于20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研究了具有创新能力的年轻阶层城市流向问题，并得出该类人群往往趋向于具有创新包容性的中等规模文化型大都市区，即所谓“酷城市”。
[bookmark: _Hlk57315446]第三，随着外来人力资本及创意阶层进入城市，拥有不同知识背景及自我个性的人才在同一空间生产生活，增加了城市人口及文化的多样性，并带来多样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催生出新的产业，促进城市创新。Qian等[18]将城市宽容、开放性和城市多样性区分开，认为国际移民指数更能代表区域多样性，并实证研究了城市宽容、开放性和城市多样性对美国各地区创新的影响；随着国际移民的进入，不同的语言文化也被带入城市，Gianmarco等[19]以美国城市居民所说的语言种类的多样性代表该城市的文化多样性，认为文化的多样性可能意味着生产技能、能力和职业的多样性，从而提高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最后得出多样性与城市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ee[20]使用英国2 000多家中小企业数据，探讨了移民增长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并得出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带来新的认知视角，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并有助于创造新产品；张萃[1]以我国不同省份的劳动力作为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探讨了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得出外来人力资本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的外部性是促进城市创新的重要渠道。
[bookmark: _Hlk57359876]通过既往研究发现，城市包容性以其宽松的交流氛围促进了城市内各行业人员之间的交流，进而增加了知识溢出的效率；同时，包容性城市降低了外来人才的进入壁垒，促进了人才集聚，随着各个地域背景的人才进入，增加了城市地域文化的多样性[21]，且城市多样性与人才集聚互为因果[22]，在城市内部产生良性循环效应，带动了城市创新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为城市创新发展营造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应该成为各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而目前研究大多从创新投入要素及政策支持方面探讨城市创新，鲜有以城市包容性为视角探讨其对创新的影响；另外，国外衡量城市包容性的指标在我国缺少官方统计，这也制约了国内学者对这一方向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我国城市基本情况为依据，并以“3T”理论中的“包容性”概念为依据，构建代表城市包容性的变量，实证分析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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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包容性对城市创新影响机制分析框架

3  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作用机理
[bookmark: _Hlk96435312]为探究包容性如何通过影响人才迁移进而影响区域创新的机制，借鉴Dixit等[23]的垄断竞争模型和新空间经济学基本模型[24]，构建一个包括两区域、五部门、三要素的区域创新增长模型。经济系统中存在两地区，分别为东部（E）和西部（W）；五部门分别为农业部门（A）、制造业部门（X）、住房部门（H）、休闲服务部门（N）和创新发展部门（C）。其中，农产品以零运输成本在两地间流通；制造业产品存在“冰山成本”；住房和休闲服务为不可移动产品。3种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K）、高技能劳动力（S）和低技能劳动力（L），并且假设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在区域间流动且呈异质性分布，而低技能劳动力呈同质性分布。
3.1  消费者偏好
设定代表性消费者有4类消费品，分别为农产品、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住房和休闲服务品。制造业产品和休闲服务品的市场结构都是垄断竞争，假设都按照恒定弹性替代（constant elasticity substitution，CES）函数形式，两地区内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消费者效用来自消费产品及城市包容性带来自身满足而产生的效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形式为拟线性形式，分别如下：
                                      （1）
                                               （2）
                                                          （3）
式（1）至式（3）中：表示农产品消费；表示差异化制造业产品消费；表示地区住房；表示休闲服务品（只在本地生产和消费，不可跨区贸易）；α、β和γ分别为制造业产品消费比例、休闲服务部门消费比例、住房部门消费比例，；代表城市包容性系数，只与可移动的人才相关；假设经济系统中高技能劳动力总量为1，为东部地区【有关经济区域划分有多种方式。补文后注释交代区域划分依据和范围】高技能劳动力份额，西部地区则为；表示每一种可得差异化制造业产品种类的消费；N表示生产的差异化制造业产品种类范围，也被称作“可得产品种类的数量”；σ（）表示任意两种制造业产品之间消费替代弹性，反映消费者对制造业产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
为简化模型，假设差异化制造业产品与休闲服务品间的替代弹性相同。代表性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服从预算约束条件如下：
                                              （4）
式（4）中：y表示居民收入水平；农产品价格单位化为1；表示差异化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表示休闲服务品价格指数；表示地区房价。
由需求函数可得各类产品价格指数的具体形式，即：
                                   （5）
                                    （6）
                                                      （7）
式（5）至式（7）中：为其他地区消费者在本地的休闲服务产品实际支出价格；为制造业产品的“冰山”运输成本；为休闲服务产品的“冰山”运输成本且等于人才迁移成本。
每个消费者在4种部门的消费量分别如下：
                              （8）
                                    （9）
                                  （10）
式（8）至式（10）中：、分别代表来自本地和异地的制造业产品消费量；、分别代表本地人和异地人对休闲服务产品的消费量。
城市包容性不属于可消费产品，其作为主观感受直接影响消费者效用，故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如下：
                                                                                                            （11）
住房市场均衡的基本要求是需求等于供给，且住房价格随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多而上涨，其函数形式如下：
                                                          （12）
式（11）（12）中：L代表低技能劳动力住房需求；S代表高技能劳动力住房需求；H代表住房存量。可以看到，当劳动力迁移时，房价将会变高，因为劳动力流入，城市房价变高，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福利水平。
3.2  生产和短期市场均衡
（1）农产品部门。对于农产品而言，1个低技能劳动力生产1个单位农产品，工资为1。其函数形式如下：
                                                             （13）
（2）制造业部门。制造业产品和休闲服务品均按照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设定。对于制造业产品而言，产品在两地区之间可以自由贸易，存在“冰山”运输成本。设每生产1个单位制造业产品需要投入1单位的高技能劳动力和若干单位的低技能劳动力，人才工资为，属于固定成本；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为可变成本。每种制造业产品由1家厂商生产，根据供给等于需求的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得到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具体形式如下：
                                      （14）
式（14）中：和 分别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量；c为边际成本。
制造业厂商利润函数如下：
             （15）
根据张伯伦假设，每个厂商的需求弹性等于σ，因此可以得到利润最大化时价格为成本加成定价，即：
                                            （16）
根据式（14）至（16），得到关于制造业产品数量和高技能劳动力工资R的关系式：
                                                   （17）
设定东部地区拥有λ份额的高技能劳动力，西部地区拥有份额的高技能劳动力，东、西两地区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获得的名义工资分别为和 ，具体形式如下：
 ；                   （18）
式（18）中：参数（）为制造业商品贸易自由度，与贸易成本成反比，当=1时；参数ρ衡量地区劳动力结构，。
（3）休闲服务部门。对于休闲服务品的生产，每生产1个单位休闲服务品需要若干低技能劳动力并支付r单位土地租金，土地租金为固定成本，且休闲服务部门收入部分以转移支付形式被人才获得，假设人才在休闲服务部门获得的收入为，则有：
                                      （19）
                                   （20）
                                                   （21）
式（19）至式（21）中：为市场出清条件下休闲服务品的需求量；为休闲服务部门利润。
根据式（19）至式（21），可以得到关于休闲服务品数量和高技能劳动力所获得的转移支付的关系式如下：
                                                        （22）
同理，高技能劳动力在两地休闲服务部门的收入为：
 ；            （23）
式（23）中，参数（）为休闲服务业商品贸易自由度。
3.3  长期均衡
在长期中，高技能劳动力因为两地间接效用不同而进行跨地区流动，在长期均衡条件下，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来说，总是尽可能寻求最大效用区位。设定高技能劳动力迁移成本为。对于东部地区流动劳动力i而言，当其迁往西部区域所增加的效用恰好抵消其迁移成本时，迁移行为将达到临界水平，即迁移条件满足如下等式：
                                         （24）
根据式（11）得出两地间接效用的区际差异为：
                                                                                                 （25）
式（25）中，为西部地区的城市包容性系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效用差异主要受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休闲服务品价格指数、房价和高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及城市包容性的五重影响。如果求解出的高技能劳动力效用不满足空间均衡条件，则根据如下原则调整高技能劳动力在各地区之间的分布：效用较低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会向效用较高的区域流动。这样会形成一个新的高技能劳动力空间分布均衡，重复这一过程直至最终达到空间均衡。
间接效用区际差异可以进一步表的为：
           （26）
目前我国物流业发展迅速，商品流通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假设商品的贸易自由度很高，令，则式（26）简化如下：
                                                                                                    （27）
3.4  创新成长
关于创新部门，采取以罗默为代表的知识资本学派的思路，把资本看成思想、专利或点子，并假设研发1件专利的边际成本随着累计研发专利数目的上升而下降[25]。也就是说，专利的研发存在一条部门学习曲线，过去的研发经验提高了现在的研发效率。这在模型上被处理成技术外部性，所有现在的研发者都从过去的研发中获益，不管他们是否对那些研发作过贡献，这就是跨期的（inter-temporal）知识溢出。知识溢出的强度可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就是本地知识溢出（local spillovers），它是导致集聚的一个可能力量。当然，我们先不考虑存在本地知识溢出的情形。最后，我们认为城市包容性会通过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进一步促进知识溢出效率提升。这样创新部门的生产方式为：
                              ；；；                                         （28）
式（28）中：、、分别为经济中总的创新存量、东部地区创新存量和西部地区创新存量，具体表现为专利的数量；为创新部门雇佣的人才总量；为城市包容性带来的促进知识溢出的影响因子；创新生产的边际成本为，与工资水平成反比，与创新存量成正比。
知识溢出是全国性的，西部区域在东部区域的1件专利中学习所得与在西部区域的1件专利中学习所得一样大小。在这里，不考虑知识的折旧。则创新的增长率表示为：
                                                                                        （29）
因此，专利研发的速度与创新部门的雇佣规模及城市包容性有关。
3.5  仿真结果
根据式（27），得出均衡条件下区域人才存量随城市包容性的变化趋势（见图2），人才聚集程度与城市包容性呈正相关关系，包容性越高的地区集聚的高技能劳动力越多。于是我们得到命题1：城市包容性的提高将会促进人才的集聚。
[image: ]
图2   区域人才存量随城市包容性变化趋势

包容性高的城市通过吸引人才为本区域创新带来了直接的投入要素，同时，随着人才的进入，会增加本地人才池的存量，降低了知识跨区交流的成本，促进区域内的知识溢出效率（分别见图3、图4），人才存量及城市包容性均会对区域创新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得到命题2：城市包容性除了会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外，还通过影响人才的迁移，进一步影响城市创新水平，即城市包容性越高，城市吸引的人才就越多，城市创新水平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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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区域创新与人才存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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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区域创新与城市包容性关系

4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4.1  计量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计量模型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经济地理学框架，设定如下半对数形式基础模型：
                                      （30）                                                                   
式（30）中：INNOV代表城市创新能力；TOLERANCE代表城市包容性水平；控制变量选取了反映本地市场效应的本地市场规模，反映地区开放程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价格指数效应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反映就业机会的失业率水平等；为截距项；为随机扰动项；~为待估参数。其中，DENSITY表示地区人口密度，GDP表示地区经济总量，该两项指标用来反映本地市场规模的大小；WAGE表示地区劳动力成本，以职工平均工资衡量；SER反映地区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比重来衡量；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UNEM表示城镇登记失业率。
同时，为了验证城市包容性水平对城市创新影响的机制路径，以人才迁移作为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中介变量。目前，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人口的迁移成本已达历史最低，人口在城市之间的大范围流动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对具有高学识的人力资本、高技能的创意人才来说，选择城市工作或生活已不局限于工资水平、就业机会等物质层面的条件，其更多的是追求城市多元文化氛围、舒适的环境及丰富的文娱体验等精神层面的满足。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接纳各类型群体及外来人口，无疑会为本地带来丰富多样的文化，进而吸引作为创新投入要素的人力资本和创意人才。因此，本研究以人才迁移作为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中介变量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模型形式如下：
【参照式（30）修改，注意单一符号或字母构成的变量参数应为正体，下标处也应为正体，数字及多符号或字母构成的变量为斜体，包括小标】
                                     （31）                                                                   
         （32）                                                                  
式（31）（32）中：Migrant代表人才迁移，包括人力资本、创意阶层、高消费人群及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式（31）至式（33）可以计算出人才作为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根据温忠麟等[2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与的乘积为人才作为中介产生的间接效应；为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为总效应。
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口会为流入城市带来不同的地域文化，而文化多元性可能会对城市创新产生影响，因此以地域文化多样性为中介探讨其在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中的作用；除此之外，还以地域文化多样性作为人才迁移影响城市创新的中介调节变量，探讨文化多样性在人才迁移影响城市创新中起到的作用。地域文化多样性计算方式及中介调节模型形式如下。
以迁移人口来源省份的多元性来表征迁入人口的文化多样性。参考Niebuhr[27]的做法，使用改进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测度迁入人口的地域文化多样性。具体计算公式为：
                                                                             （33）  
        式（33）中：表示i城市t年份的地域文化多样性指数；表示在t年份来自j省份的迁移人口数量占i城市总迁移人口比重的平方。多样性指数越接近于1，说明城市的地域文化多样性程度越高。
在式（3）的基础上，借鉴王春杨等[28]方法，将中介调节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34）                                                         
式（34）中，待估参数为地域文化多样性在人才迁移对城市创新中起到的中介调节作用。
4.2  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指数
以往研究多以专利数量来表征城市的创新能力，而地区的专利数量反映的是城市创新活动的最终效果，无法反映真正的社会经济价值，并且专利数据会受到政府补贴政策影响而存在扭曲现象[29]。本研究选用《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中我国388个城市2001至2016年的创新指数作为城市创新水平的测度指标数，该创新指数通过专利更新模型估算专利价值并加总到城市层面，有效解决了专利质量和价值异质性的问题。
（2）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包容性
在我国的外国移民大多存在于部分大城市，且只占城市常住人口的很少一部分，即使作为外国移民数量最多的上海，外国移民数量也才占城市常住人口的2%不到。另外，我国人口多以汉族为主，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因此以城市中存在的少数民族人口来衡量城市包容性也不具有代表性。目前对我国城市来说，除了本地户籍人口外，还有大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尤其对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来说，流动人口占城市常住人口很大一部分，甚至部分城市暂住人口数量超过了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因此，本文借鉴Florida等[14]衡量我国城市包容性的方式，选用户口指数作为城市包容性的代表变量，具体为城市中无户口人数占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可以很好地衡量城市包容外来人口的能力；该数据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获得，少部分缺失数据的城市，以城市常住人口减年末户籍人口计算填补，年末户籍人口数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中介变量：人才迁移
[bookmark: _Hlk62225248]关于人才衡量方式，既往研究多以获得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人群来衡量[1]，这样选择就默认了一种规则，即高学历代表高技能。Florida[11]认为，以人的职业性质来代表个人的技能水平，更能体现人才的价值，为此他提出“创意阶层”的概念。该群体包含两大类人群，其一为超级创意核心，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与小说家、艺术家、演员、设计师与建筑师等；其二为现代社会思想的先锋，包括非小说作家、编辑、文化人士、智囊机构成员、分析家及其他“舆论制造者”。除此之外，具有高学历、专业技能知识的高技能劳动力往往具有获得更高薪资水平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高技能人才的消费能力处于较高的水平[30]。所以迁移人口中具有较高消费水平的人群，从侧面表征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特质。因此，借鉴王春杨等[28]对人才的衡量方式，首先以迁移人口中获得大专学历以上的人群来代表人才，其次以迁移人口中贴近创意阶层职业的人群来代表创意阶层，选取了从事医药卫生、机械制造、汽车、通信电子、建筑房地产、广告营销、律师、科学研究、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社会公共管理等职业的人群作为创意阶层的代表，最后以迁移人口中具有专业技术水平及高消费水平的人群作为迁移人口中人才的另一种表征方式。人才迁移的各项数据借鉴王春杨等[28]所使用的2014~2016年“百度迁徙”大数据，该数据基于百度地图位置服务加密脱敏（保护隐私）后得到。在智能设备普及的大背景下，“百度迁徙”大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全面反映我国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实际状况，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4）其他控制变量。本研究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区域创新产出的变量，包括外商投资、人口密度、GDP、工资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比重等，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单位
	样本量/个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城市创新指数
	
	1 385
	16.290
	1 062.371
	1.015
	62.376

	亚群体指数
	
	1 385
	48.522
	461.566
	1.000
	47.987

	户口指数
	
	1 385
	0.159
	2.296
	0.001
	0.224

	外商投资额
	万美元
	1 385
	198 345.600
	23 800 000.000
	1.000
	1 046 706.000

	人口密度
	万人/km2
	1 385
	0.045
	0.532
	0.001
	0.043

	工资水平
	元
	1 385
	48 998.450
	122 749.000
	4 958.000
	1 192.560

	GDP
	亿元
	1 385
	2 389.834
	28 178.650
	153.409
	3 116.625

	城镇登记失业率
	
	1 385
	0.051
	0.560
	0
	0.034

	第三产业比重
	
	1 385
	38.651
	80.230
	11.470
	9.042

	大专以上人才
	人
	831
	213 717.400
	4 139 767
	8 167.000
	430 664.400

	创意阶层
	人
	831
	317 369.800
	5 008 954.000
	12 201.000
	594 402.600

	高消费人群
	人
	831
	159 491.700
	3 112 170.000
	5 694.000
	334 444.700

	专业技术人才
	人
	831
	210 446.900
	3 659 044.000
	8 051.000
	398 377.600



5  计量结果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在剔除缺失数据的城市之后，选取了2012~2016年我国277个地级市作为实证检验对象，表2报告了样本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M1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单独运算了户口指数对城市创新的直接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模型M2在加入外商投资、人口密度以及GDP等控制变量后,户口指数对城市创新影响仍显著为正；模型M3在模型M2的基础上加入工资水平，户口指数对创新的影响仍显著为正；模型M4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即在模型M3的基础上加入失业率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结果仍显著为正。因此我们认为，以户口指数作为城市包容性的代表变量，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2   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M1
	M2
	M3
	M4

	户口指数
	2.446***
	0.520***
	0.330***
	0.193***

	
	（0.135）
	（0.073）
	（0.071）
	（0.068）

	外商投资
	
	-0.016**
	0.001
	0.004

	
	
	（0.006）
	（0.006）
	（0.006）

	人口密度
	
	3.482***
	3.841***
	3.681***

	
	
	（0.416）
	（0.397）
	（0.373）

	GDP
	
	0.705***
	0.665***
	0.696***

	
	
	（0.033）
	（0.032）
	（0.030）

	工资水平
	
	
	0.933***
	0.694***

	
	
	
	（0.077）
	（0.074）

	失业率
	
	
	
	-0.083

	
	
	
	
	（0.406）

	第三产业比重
	
	
	
	0.027***

	
	
	
	
	（0.002）

	常数项
	1.086***
	-5.733***
	-15.121***
	-13.256***

	
	（0.037）
	（0.152）
	（0.785）
	（0.747）

	观测值
	1 385
	1 385
	1 385
	1 385

	城市数量
	277
	277
	277
	277

	R2
	0.192
	0.806
	0.806
	0.847


注：1）***为P<0.01, **为P<0.05, *为P<0.1；2）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5.2  异质性分析
基于地理和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不同的城市特征与城市包容性的代表变量分别做交叉项，探讨具有不同特征的城市在城市包容性影响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表3报告了户口指数与不同城市特征变量做交叉乘积项之后的结果。其中，M5为对照组，M6至M9为实验组，M6结果显示外商投资在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我国为外商投资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护，这种鼓励和促进的态度为外商引入创造了条件，外商在本地建立企业会为本地带来国外的技术与文化，这种来自不同地域的技术文化背景与本地知识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会催生出新的产业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为区域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而促进本地的创新水平。M7结果显示，工资水平在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过程中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对于高工资水平发展阶段的城市而言，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明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意味着人口吸引力、人口多样化程度也更高，这些均是城市包容性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M8结果显示，城市通达性在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在此，城市通达性水平以铁路通达性系数来表征，借鉴张超等[31]的做法，采用该城市到国内其他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进行测度。根据回归结果，城市铁路通达性越高或城市到其他城市平均铁路旅行时间越短，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越明显。通达性高的城市提高了人才的可进入性，外加城市包容性降低人才进入城市门槛，因此包容性较高且通达性越好的城市会在吸引人才方面更具有优势，城市创新水平也就更高。M9结果显示，由人均GDP所代表的地区发展水平对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表3   城市特征变量对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调节作用
	变量
	M5
	M6
	M7
	M8
	M9

	户口指数
	2.446***
（0.135）
	-0.717**
（0.363）
	-11.54***
（3.023）
	1.459***
（0.234）
	1.423
（1.298）

	户口指数×外商投资
	
	0.078**
（0.030）
	
	
	

	户口指数×工资水平
	
	
	1.074***
（0.277）
	
	

	户口指数×城市通达性
	
	
	
	-0.160***
（0.028）
	

	户口指数×人均GDP
	
	
	
	
	-0.114
（0.1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385
	1 385
	1 385
	1 385
	1 385

	城市数量
	277
	277
	277
	277
	277

	R2
	0.192
	0.848
	0.849
	0.852
	0.850



5.3   人才迁移的中介效应
经过对数据的筛选比对，使用2014~2016年我国277个城市的“百度人口迁移”大数据，从人才迁移视角对城市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机制进行检验。表4、表5报告了分别以迁移人口中的大专以上人才、创意阶层、高消费人群和专业技能人才作为中介变量时的结果。M10结果代表了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创新影响的总效应。M11、M13、M15、M17结果显示，城市包容性会显著影响大专以上人才、创意阶层、高消费人群及专业技能人才的迁移。目前人才在城市选择方面不仅仅取决于地区的工资水平、就业机会等城市硬实力因素，具备可以满足人才精神层面需求的城市包容性、舒适性、开放多样性等城市软实力也是左右人才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M12、M14、M16、M18分别报告了大专以上人才、创意阶层、高消费人群、专业技能人才作为中介变量时，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创新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4种类型人群均对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才的进入扩大了本地人力资本池，场景理论认为城市生活和自我认知的真实感往往是人才创新行为的“催化剂”，当城市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时，服务场景和建筑美学将促进创新主体对自我真实感的认知，并增加了人才间面对面的交流频次，从而有效推进了创新主体间的知识溢出，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溢出，加速区域创新发展。
表4   人才迁移对城市创新的影响（1）
	变量
	M10
	M11
	M12
	M13
	M14

	
	创新指数
	大专以上
	创新指数
	创意阶层
	创新指数

	户口指数
	0.318***
	0.572***
	
	0.582***
	

	
	（0.086）
	（0.071）
	
	（0.072）
	

	大专以上人才
	
	
	0.284***
	
	

	
	
	
	（0.041）
	
	

	创意阶层
	
	
	
	
	0.168***

	
	
	
	
	
	（0.0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31
	831
	831
	831
	831

	城市数量
	277
	277
	277
	277
	277

	R2
	0.853
	0.855
	0.861
	0.841
	0.856



表5   人才迁移对城市创新的影响（2）
	变量
	M15
	M16
	M17
	M18

	
	高消费人群
	创新指数
	专业技术人员
	创新指数

	户口指数
	0.637***
	
	0.526***
	

	
	（0.071）
	
	（0.071）
	

	高消费人群
	
	0.159***
	
	

	
	
	（0.042）
	
	

	专业技术人员
	
	
	
	0.231***

	
	
	
	
	（0.0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31
	831
	831
	831

	城市数量
	277
	277
	277
	277

	R2
	0.865
	0.855
	0.853
	0.854



[bookmark: _Hlk95346168][bookmark: _Hlk94259369]根据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大专以上人才、创意阶层、高消费人群和专业技能人才对城市创新产生的间接效应及区间值如表6所示。通过分析得出，在人才比较方面，大专以上人才的间接效应均高于其他3种类型的人才，说明通过吸引人才带动城市创新过程中，具有高学历的人才起主要作用。综上，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影响人才的迁移实现，即城市包容性越强，可能吸引到的人才就越多，城市创新水平也就越高。
表6   人才中介效应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分组统计
	效应
	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户口指数
	大专以上人才
	0.124
（0.105）
	0.193***
（0.035）
	[0.125,0.260]

	
	创意阶层
	0.180
（0.113）
	0.136***
（0.032）
	[0.074,0.199]

	
	高消费人群
	0.171
（0.112）
	0.145***
（0.034）
	[0.079,0.211]

	
	专业技术人员
	0.163
（0.108）
	0.153***
（0.033）
	[0.089,0.217]



5.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以迁移总人口数量及18~45岁年龄段人口作为中介变量的替换变量，对人才迁移影响城市创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城市包容性对18~45岁年龄段人口及总人口均有显著的正向吸引作用，并且18~45岁年龄段人口及总人口对城市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进一步验证了城市包容性通过吸引流动人口带动区域创新的机制路径。
通过效应分析结果看出（见表8），与人才作为中介时的结果对比可知，迁移人口的异质性会对城市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大专以上人才及创意阶层等高技能人才对带动区域创新的作用更明显。因此，如何通过打造包容性的城市来吸引人才，是地方政府进行政策设计时应有的考虑。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M19
	M20
	M21
	M22
	M23

	
	创新指数
	18~45岁人群
	创新指数
	总人口
	创新指数

	户口指数
	0.318***
	0.608***
	
	0.593***
	

	
	（0.086）
	（0.075）
	
	（0.072）
	

	18~45岁人群
	
	
	0.135***
	
	

	
	
	
	（0.040）
	
	

	总人口
	
	
	
	
	0.161***

	
	
	
	
	
	（0.0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31
	831
	831
	831
	831

	城市数量
	277
	277
	277
	277
	277

	R2
	0.853
	0.836
	0.855
	0.845
	0.857



表8    替换中介变量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分组统计
	效应
	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户口指数
	18~45岁人群
	0.194*
（0.111）
	0.122***
（0.031）
	[0.062,0.183]

	
	总人口
	0.181
（0.111）
	0.135***
（0.033）
	[0.071,0.199]



5.5  文化多样性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随着流动性劳动力的迁入，具有不同地域背景的人在同一城市生活增加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1]。本研究以来自不同省份的人的数量来衡量城市的地域文化多样性，表9报告了以文化多样性作为中介变量时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创新产生的影响，表10报告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文化多样性作为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显著，但是文化多样性并未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反而对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的过程产生了遮掩效应。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口不仅包括大专以上人才和创意阶层等高技能人才，也包含了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该类人群缺乏在具有文化多样性城市中生活的经验，甚至由于语言或者饮食文化等因素，反而降低了与本地人或其他地区人口交流的可能性；而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支持，还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为城市创新提供基础服务保障[32]。
表9   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变量
	M24
	M25
	M26

	
	创新指数
	多样性
	创新指数

	户口指数
	0.320***
	0.066**
	

	
	（0.086）
	（0.026）
	

	文化多样性
	
	
	-0.633***

	
	
	
	（0.1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831
	831
	831

	城市数量
	277
	277
	277

	R2
	0.836
	0.842
	0.851



表10   文化多样性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效应
	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户口指数
	0.358***
（0.108）
	-0.044***
（0.017）
	[-0.077,-0.011]



但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及具有高技能职业的创意阶层来说，长期的大学生活及城市生活已经使他们更加适应这种多元的生活方式。大学里包含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人口密集的单元会使不同地域的人口交流频次增加；而大学生接受新鲜事物能力普遍较高，多元的文化体验会提升大专以上人才自身的效用。根据Florida[11]的创意阶层理论，创意阶层更容易被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所吸引，因此借鉴王春杨[28]等的方法，以文化多样性作为人才迁移影响城市创新的调节变量，探讨文化多样性在人才影响城市创新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见表11、表12）。结果显示，地域文化多样性对大专以上人才和创意阶层影响城市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在城市包容性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对人才迁移影响区域创新水平过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迁移人口的文化多样性越高，迁移人口中人才促进创新的效果越明显。
表11    文化多样性对大专以上人才的调节作用
	变量
	M27
	M28
	M29
	M30

	
	城市创新指数
	大专以上
	城市创新指数
	城市创新指数

	户口指数
	0.318***
	0.572***
	0.156*
	0.128

	
	（0.086）
	（0.071）
	（0.087）
	（0.087）

	大专以上
	
	
	0.284***
	-0.040

	
	
	
	（0.041）
	（0.060）

	文化多样性
	
	
	
	-6.740***

	
	
	
	
	（0.988）

	文化多样性×大专以上
	
	
	
	0.549***

	
	
	
	
	（0.0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31
	831
	831
	831

	城市数量
	277
	277
	277
	277

	R2
	0.853
	0.855
	0.861
	0.870



表12    文化多样性对创意阶层的调节作用
	变量
	M31
	M32
	M33
	M34

	
	城市创新指数
	创意阶层
	城市创新指数
	城市创新指数

	户口指数
	0.318***
	0.582***
	0.220**
	0.199**

	
	（0.086）
	（0.072）
	（0.088）
	（0.088）

	创意阶层
	
	
	0.168***
	-0.163***

	
	
	
	（0.041）
	（0.061）

	文化多样性
	
	
	
	-7.086***

	
	
	
	
	（1.062）

	文化多样性×创意阶层
	
	
	
	0.547***

	
	
	
	
	（0.0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31
	831
	831
	831

	城市数量
	277
	277
	277
	277

	R2
	0.853
	0.841
	0.856
	0.866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城市包容性对创新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路径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包容性会通过吸引人才来促进城市创新，具有不同特征的城市其包容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外商投资水平、工资水平高以及通达性好的城市会显著正向促进城市包容性对创新的影响；其次，以户口指数代表的城市包容性，通过大专以上人才、创意阶层、高消费人群以及专业技术人才产生的中介效应促进了城市创新；第三，随着流动性劳动力的集聚，增加了城市内部文化的多样性，而对于很多低技能劳动力来说，文化多样性可能会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因此以文化多样性作为中介时，包容性影响城市创新过程存在部分遮掩效应；第四，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及创意阶层对文化多样性的接受程度高，并且该类人群喜欢挑战和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在以文化多样性作为人才影响城市创新的调节变量时，文化多样性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人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人才的投入，面对“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的局势，各地政府除了要在经济性要素方面下功夫，还需要打造具有吸引和留住人才能力的包容性城市，只有“软”“硬”要素相结合，才能吸引更多优质劳动力，带动城市创新与繁荣。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以下3点政策建议：
（1）重视提升城市软实力作用，针对不同城市特点因城施策。软实力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建议在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区域与城市发展战略、城镇化发展战略等顶层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增强城市包容性等软实力作用，并对具有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建议各级地方政府要将包容性城市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将增强城市包容性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增强城市人才吸引力，以人才的集聚带动本地创新。
（2）以提升地方生活品质为重点，提升城市包容性和吸引力。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转向创新驱动，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资本等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在转向以人力资本、信息和其他创新要素驱动，企业和项目的选址和落位也更多依赖于人才等创新资源分布。当今人才流动与转移已不仅仅取决于工资水平等单纯物质条件的满足，而更追求城市的软环境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时，不宜仅关注物质利益条件的诱导，而应转向以提升地方生活品质为重点，制定一系列的生态环境、文化、服务等配套制度，打造具有包容性的城市。
（3）注重增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强化包容性对创新的带动作用。在同等条件下，城市包容性的增强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因此，为提升城市创新竞争力，各城市政府应积极致力于建立文化融合机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降低不同地区人群之间交流制度壁垒，增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意愿，通过不同文化融合与交流，提升知识溢出效率，进而进一步促进城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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